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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部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度和高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的同时，审视其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显得

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是否能对提升就业水平、提升整体生活品质产

生积极作用，值得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论文基于乌鲁木齐2014年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

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考察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对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和通

勤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就业可达性方面，低收入、男性和拥有住房产权者的通勤时间更长，距离BRT

车站越近则通勤时间更短，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更长；在通勤满意度方面，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低，

距离BRT车站近、选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高。分析也表明，通勤时间短，通勤满意度水平不一定就

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个

体经济社会属性的差异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

帮助西部城市制定提升低收入群体整体就业水平的公共政策，尤其对于促进地方就业稳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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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西部城市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不

仅在中国，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

过借助增加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城市交通效

率和拉动城市增长[1]。在西方国家，对于交通基础

设施影响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交通技术本身，

到关注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重点

转移[2]。

近年来除了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影响之外，相关

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如何通过提

升就业可达性改善城市出行品质等话题。在通勤

距离和时间可达性等客观指标之外，通勤满意度开

始作为衡量生活品质的指标而受到重视[3-4]。国内外

研究都认为，通勤满意度是决定城市居民幸福感和

积极正面情绪的重要方面，而行为相关因素和个体

属性因素都可能对通勤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5-7]。

在各类人群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受到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作用可分为直接影

响和间接影响2个方面。首先，在直接经济影响上，

交通成本作为家庭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因交

通支出而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这些负担尤为显著[8]。其次，完善的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可以显著改善就业可达性、增加就业机会，从

而提升弱势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地方公平 [9- 10]。因

此，各国城市建设都希望通过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而改善就业水平，并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福祉

水平[11]。

目前西方的研究表明，在既有的城市职住空间

格局下，增加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可以提

升就业可达性，并改善城市就业水平。例如，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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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成为制

约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2]。又如，

Duranton 等 [13]基于 1983—2003 年美国城市数据的

经验研究发现，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

10%，就能使得城市就业增加 1.5%。因此，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就业，

同时也是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因素[14]。

同时研究也发现，如果仅仅考虑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的持续投入，而忽视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政策

的配合，可能会形成对特定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害[15]。

例如，在美国芝加哥的研究发现，虽然为低收入者

提供了连接郊区次中心和可支付住房之间的公交

车，然而由于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地和岗位类型的不

匹配，通常要经历次中心之间的远距离通勤才能够

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16]。

此外，在进一步细分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可能对于不同收入、种族、性别、

交通出行方式等人群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17]。特别

是，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是否因新建的交通基础设

施而受益，将成为测度其社会影响的重要指标[18]。

这一问题如此重要，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达

性问题不仅停留在交通层面，还可能诱发失业而产

生累积性负面影响，从而增加政府财政负担[19]。

就业可达性指从居住地沿着交通网络达到就

业地的难易度水平[20-21]。就业可达性的测度方法，

主要有潜能模型(potential model)和累积机会模型

(accumulate model)2 大类，其中：潜能模型中，直接

用通勤时间来测度就业可达性的方法较为常见；而

累积机会模型中，则多用固定时间内可以到达所有

就业岗位的总量来测度。由于就业可达性高度依

赖于交通模式所决定的交通网络，低收入群体的就

业可达性问题更加突出，可分为交通因素和个体因

素等两方面作用[22]。

在通勤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模式和公共交通

服务的可得性等成为国内外研究共同关注的影响

因素。私家车因提升了就业灵活性和选择范围，成

为提升就业可达性的重要因素[23-24]。而对于低收入

家庭来说，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则对于维持较高就业

率提供着重要的支持[19]，在低密度郊区这种支持更

加突出[16,25]。此外，国内的研究也证实，轨道交通、

快速公交等大运量交通方式形成的公共交通走廊，

通常可以有效提升就业可达性[26]。

在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方面，已有的国外研究集

中在收入、种族、性别甚至是语言掌握程度等因素

上。例如在北美背景下，研究发现西班牙裔和非裔

通勤者的就业可达性水平通常较低，在就业市场上

处于弱势地位[27]。在性别上，由于生理和家庭分工

的限制，女性就业可达性通常较低[28]。此外，主流

语言的掌握程度会影响顺利找路和定位的能力，因

而外来移民的就业可达性水平通常低于长期本地

就业者[29]。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就业可达性话题也

开始逐渐受到关注。目前关于就业可达性的案例

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

京等[30-32]，而对于更加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西部城

市研究相对少见。在目前西部城市案例中，城市形

态对职住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起着关键作用[33]。

在这些中国城市案例的研究中，直接采取通勤时间

来测度就业可达性的情况更加多见。

相对于客观视角的就业可达性，主观视角的通

勤出行满意度研究在国外研究中更为多见、方法也

更为丰富。国外的通勤出行满意度研究，与就业可

达性研究相似，将最关键的因素集中在出行模式选

择上[3]。通常认为，步行或骑行者的出行满意度最

高，其次是小汽车，公交出行者的满意度最低[34-35]。

在出行时间上，发现出行时间和距离越长，出行满

意度也会下降[36]。

在国内通勤出行满意度的案例研究中，个体的

社会经济属性影响更加受到关注，并且通常与环境

和通勤行为因素并置考虑。例如，北京案例中的整

体通勤满意度西北较高、东南较低，城市中心区较

高而郊区较低，这可能与城市路网密度和道路建设

情况有关[37-39]。又如，西安的出行满意度研究发现，

通勤模式、通勤时间等通勤行为相关因素会对出行

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40]。相对于客观环境和通勤

行为等因素，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可能会产生

更重要的影响[41-42]。然而，研究同时发现，通勤出行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例如有研究发现极高

收入阶层的通勤满意度反而不高[6]。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中通勤出行满意度的研究

与国际相比，总体数量仍不多，方法也较单一。在

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相对丰富、模型也更为精

细。考虑到通勤满意度多采取多点量表方式进行

数据采集，在多元线性回归之外，带有控制变量、交

叉变量的回归模型、有序 Logistic 回归和 Probit 模

型等等，也逐渐开始多用[43-44]。因此，本文选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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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为例，采取多

元线性回归方法和多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快

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系统对于通勤时间

和通勤满意度的影响，旨在探讨中国西部城市大规

模、快速度、高强度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低

收入群体就业产生的就业影响。对中国西部城市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影

响进行研究，可为未来快速而大规模发展的公共交

通基础建设评估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案例、数据与方法

1.1 乌鲁木齐的公共交通与通勤

作为西部的传统工业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的

城市，乌鲁木齐的公共交通公共设施仍略滞后。根

据《乌鲁木齐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15)》中 2014

年数据，在居民出行特征方面，每日人均出行约为

2.4次，每次平均出行时间 32.2 min，早晚高峰明显

且拥堵严重，其中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占49.9%[45]。

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乌鲁木齐市不

断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城市交通

改善项目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部分投资，用于道路优

化、常规公交和快速公交系统的建设[44]。除了常规

公交之外，乌鲁木齐市从2011年开始建设快速公交

系统，到2014年已经建有7条快速公交(BRT)线路，

初步成网并覆盖到城市中心区的主要地区(图 1)。

短时间内从无到有的变化，使乌鲁木齐成为研究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就业影响的典型案例。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4年乌鲁木齐市的居民

标准交通出行问卷调查。居民出行调查以个人为

基本单位，共回收有效问卷包括 134073次出行，其

中 35996条包含所有信息的通勤。问卷问题包括：

① 被访者的个人属性，即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

度和家庭情况等；② 通勤习惯，即居住地址和工作

地址、步行至最近BRT车站所用的实际距离、本次

通勤的总时间、转乘过程和交通方式；③ 就业情况，

即通勤满意度和就业状态。其中用五点量表进行

通勤满意度打分，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

满意、非常满意5个等级；用全职、非全职(失业或兼

职)来进行就业状态打分。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和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等 2种研究方法进

图1 乌鲁木齐市的快速公交线路分布

Fig.1 Spatial layout of bus rapid transit (BRT) lines in Urumqi

113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行研究。

首先，就业可达性分析中，选取通勤时间作为

测度就业可达性的因变量(Y1)，进行带有交叉变量

的多元线性回归。交叉项在回归模型中的作用是

为了体现2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作用[46]。本文

中为了突出 2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作用，设置

交叉变量为收入×公共出行方式(X3)。其他自变量

还包括通勤方式(X2)、年龄(X4)、被调查者年龄平方

(X5)、被调查者性别(X6)、被调查者家庭人口数(X7)、

是否拥有房屋产权(X8)、家庭平均月收入(X9)和距最

近BRT车站的步行距离(X10)等(表 1)。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如下：

Y1 = a + b2 X2 + b3 X3 +… + b10 X10 (1)

式中：a为常数项，b2~b10为回归系数。

其次，在通勤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中，针对

定量的多类分类变量，采取多元Logit回归模型进

行分析。多元Logit模型也译作分类评定模型，适

用于回归变量为分类变量而非连续变量的情况，是

离散选择法模型之一，用于考察各种因素影响下进

行某项选择的概率[47-48]。在多元Logit回归模型中，

通过选取居民出行调查中的个体因素和通勤相关

因素(表 1)，评估其对通勤满意度(Y2)选择的影响。

具体公式为：

Logité
ë
ê

ù
û
ú

p(Y2 = i)
1 - p(Y2 = i)

= αi + β1 X1 + β2 X2 +… + β10 X10 (2)

式中：X1 表示通勤时间；p(Y2=i)表示评价为特定等级

的概率；i=0，1，2，3，分别表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

般、满意等4个等级(非常满意= 4是对照等级)；αi 为

常数项；β1 ~ βn 为回归系数。

2 结果分析

2.1 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的基本

特征

出行调查的汇总分析表明，乌鲁木齐相对东部

城市有着通勤时间短但更加依赖公共交通的特

征。通过不同收入水平组别的交叉表分析，可以考

察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在交通方式、通勤时间和通勤

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高、低收入组别的划分，参照世界银行对于低

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以收入水平位于后40%为低

收入群体，而前 60%为中高收入群体。同时，结合

乌鲁木齐市最低月工资标准人均1670元(2014年标

准)，将在岗人员家庭人均月收入 2500元以下划归

为中低收入群体[45]。交叉表分析显示(表2)，在通勤

时间测度的就业可达性方面，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时

间(33.0±25.3 min)和中高收入群体(32.9±27.8 min)

的差别并不大。然而，在通勤满意度方面，高收入

群体评价为非常满意(28.00%)和满意(45.77%)的正

面评价情绪相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较高。这反映了

主观的通勤满意度体验比客观的通勤时间来看，受

收入水平的影响更明显。

2.2 通勤时间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通

勤时间进行回归(R2＝0.017，表 3)。在社会经济因

素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β2=0.990，P=0.004)的通

表1 通勤满意度的多元Logit回归模型变量描述

Tab.1 Description of factors of commuting satisfaction in 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通勤时间

通勤方式

收入×公交、其他出行方式

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别

家庭人口数

是否拥有房屋产权

家庭平均月收入

距最近BRT车站的距离

通勤时间

通勤满意度

变量解释

上班单程通勤需要时间

上班所采用的交通方式(小汽车/公交、其他)

收入水平×使用非小汽车出行

接受调查者的年龄

年龄×年龄

性别(男/女)

家中有多少人数量

拥有房屋产权与否(是/否)

家庭平均月收入状况

居住地距离最近公交站点的实际步行距离

上班单程通勤需要时间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单位

min

分类变量

交叉变量

岁

岁

分类变量

人

分类变量

分类变量

m

min

分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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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时间更长，所反映的就业可达性水平也更低，这

与国外大部分研究一致[19]。分析结果也表明，男性

(β6=-2.863，P<0.001)和拥有住房产权者(β8=5.303，

P<0.001)的通勤时间更长，就业可达性水平也更

低。而其他个人信息变量如年龄、年龄平方和家庭

人口数等的影响均不显著。

在交通出行相关因素中，选取交通方式选择、

交通方式与收入的交叉项，以及到最近BRT的距离

对数等 3个变量来衡量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影响。

分析显示，选择公交和其他交通方式，相对私家车

出行来看通勤时间反而更低(β1=-3.449，P<0.001)。

这与国内外大部分案例研究不同[17,22-23]，可能是由于

乌鲁木齐的极度交通拥堵和BRT拥有专属路权导

致的。此外，到最近BRT站点的距离越近，通勤时

间越短(β9=-2.143，P<0.001)，这显示了公共交通基

础设施对于支持高水平就业可达性的积极作用，与

国外研究结论一致[16,25]。同时，交通方式与收入的

交叉变量影响不显著。

通勤时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城市

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同一变量的影响可能不尽相

同。中国女性通勤者通常更需要承担接送孩子、照

顾老人等家庭责任，而主动选择距离家庭更近的工

作，这与在北美女性必须通勤更长时间才能找到合

适就业岗位的低可达性情况不同[28]。同时，由于拥

有住房产权可能会损失在就业选择上的灵活性，因

而也与北美背景下租房的移民家庭就业低于本地

拥有房产居民的情况有差异[29]。

2.3 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

采取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基于通勤满意度的

五点量表评价进行回归(伪 R2＝0.038，表 4)。结果

显示，在公共交通相关因素中，通勤方式无论在哪

个满意度水平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会降低人们的通勤满意度水平。尤其

是对于“不满意(Y2=1)”选项来说，选择公共交通出

行 (X2=1)更会增加人们选择不满意的概率 (β=-
0.992，P<0.001)。这与前人研究中关于公共交通模

式选择的结果相似[3]。

此外，在步行到最近BRT站点距离方面，显示距

离越近，通勤满意度越高，特别是对于“非常不满意

(Y2=0)”、“一般(Y2=2)”、“满意(Y2=3)”等满意度水平类

别上，距离公交站近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显著提升。

这与北京的案例研究[37]结论相似，显示了良好的公

共交通服务对提升通勤满意度水平的积极作用。

在个人属性方面，年龄因素只对于选择“满意

(Y2=3)”的群体有影响，随着年龄增长，通勤满意度

水平容易更低(β=-0.008，P<0.001)。此外，性别和

家庭人口数量在各个满意度水平上的影响都不显

著，这些体现了个人属性在影响通勤满意度方面的

复杂性。在收入方面，除了“非常不满意(Y2=0)”选

表2 不同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的交叉表分析

Tab.2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commuting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项目

通勤时间

通勤满意度

说明

单位：mi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低收入组

数值

33.0

3911

7494

7109

374

44

标准差或百分比

25.3

20.66%

39.58%

37.55%

1.98%

0.23%

高收入组

数值

32.8

4780

7812

4297

153

27

标准差或百分比

27.8

28.00%

45.77%

25.17%

0.90%

0.16%

表3 通勤时间的带有交叉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ab.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cross-

variables for commuting time

变量

常数项

自变量

X1通勤方式

X2家庭月平均收入

X3家庭平均收入×公交

X4年龄

X5年龄×年龄

X6性别

X7家庭人口数

X8拥有产权

X9到最近BRT距离的对数

因变量

Y1通勤时间

说明

48.347

公交及其他=1；

私家车=0

2500元以下=1；

2500元及以上=0

交叉变量

单位：岁

年龄的平方

男=1；女=2

单位：人

是=1；否=0

单位：m

单位：min

回归系数

β

-3.449

0.990

0.253

-0.104

-0.002

-2.863

-0.0.26

5.303

-2.143

显著性

P

<0.001

<0.001

0.004

0.489

0.326

0.122

<0.001

0.880

<0.001

<0.001

11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项之外，均显示出低收入群体通勤满意度水平也容

易更低，这与之前西安案例[42]的研究结果相似。

结合上文的可达性分析研究发现，在乌鲁木齐

的案例中，交通方式和到最近BRT站点距离等因素

均有重要影响，其作用与大部分前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3,37]。然而，分析也显示，通勤时间越长，通勤满意

度水平越高，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36]。可能因为

乌鲁木齐市经常出现极端天气，通勤的舒适性、可

靠性相比时间本身更加重要。

多元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低收入会导致通勤

满意度评价更低，而公共交通服务改善则可以提升

通勤满意度水平。通勤满意度除了通勤时间之外，

可能还取决于公共交通的服务便利性和可靠性等

更多因素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西部城市乌鲁木齐为例，考察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影响。在

工程技术层面之外，考察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

城市低收入群体受益，成为城市规划的视角来衡量

公共交通设施投资成功程度的重要话题。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t回归等方

法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

(1) 总体出行分析调查显示，乌鲁木齐市平均

出行时间为 0.5 h 左右，对公共交通系统的依赖更

强。分为高收入、低收入组的交叉表分析表明，低

收入群体的通勤时间与高收入群体差异不大，然而

通勤满意度水平选择却更低。

(2) 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

低收入、男性、拥有住房产权者和距离最近BRT距

离较远者的出行者通勤时间更长，反映了较低的就

业可达性水平。与前人研究结论不同的是，私家车

出行者通勤时间更长，可能是恶劣天气以及带来的

极端拥堵情况下显示了BRT出行的优势。

(3) 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选择私家车出行、距离BRT站近等交通因素，

以及收入高、年龄低等个体属性因素会提升通勤满

意度。然而，通勤时间越长，反而满意度水平越高。

从城市社会综合视角来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对城市的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有着更加深远的影

响。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相对西方城市，中国城市

中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通勤方式和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达性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到达最近BRT站点的距离，可能比通勤时间更

大程度上影响通勤满意度水平；通勤时间短，所体

现的就业可达性好，不一定通勤满意度就一定高。

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城市低收入人群等

弱势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可以明显提

高其就业水平，通过改善累积循环而提升低收入群

体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的背景下，考察西部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社会经济影响，对于促进地方就业机会和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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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employment
of the low-income group in Urumqi

ZHANG Chun1, CHENG Zhihua2, YU Xiaoping1, WANG Yaqun2, SHEN Chen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tiy, Beijing 100044, China;

2. Urumqi Urba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nd Project Center, Urumqi 830006, China)

Abstract: Western cities in China experience large- scale, rapid, and vast- invest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hich makes it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social economic impacts of these projects.

Based on trip survey data in Urumqi in 2014 an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d 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ith cross variabl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bus rapid transit system (BRT) on job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asured by commuting time,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levels are lower for the low-

income group, the male, property owners, and private car drivers, while accessibility levels are higher for

commuters with shorter distance to BRT stops. In terms of job satisfaction, the low-income people are likely to

report lower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while those with shorter distance to BRT stop and private car drivers are

likely to report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It also shows that shorter time commuters do not necessarily report higher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verall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both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but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individual

attributes also cannot be neglected.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helping with making the public

policy to improve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low- income group of urban residents,

which will further promote local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regional economy growth.

Keywords: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job satisfaction;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Urum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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